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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大会堂，同时作

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性建筑和新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

，它和天安门城楼、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

念碑比邻呼应，构成了既具浓郁中国特色又焕发着新时代气

息的大型广场。正因为此，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受到了

举世的瞩目。然而，这类政治内含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

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无疑要由党和

国家的高层拍板，涉事与闻者有限，故而关于这个广场和这

座政治性建筑的构建方案设计及定案过程常人难窥其真其详

，于是各种猜测谬传孳生漫衍。例如海内外盛传天安门广场

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作的；又如在天

安门广场上耸立至今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

手，说法亦不一而足⋯⋯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陶

宗震先生，他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对我往日关于人民大

会堂设计记叙时直接援引的传统说法，一一给予了澄清。他

的娓娓叙述，不仅使我当年在采写这一政治工程时所怀的存

疑逐一得到解答，而且感到这位人民大会堂方案真正设计者

何以被湮没以及他的身世遭际颇引人深思。天安门广场的整

体规划设计工作，曾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苏联专家阿谢

夫等协助下进行/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样要求是为了紧急时刻能在长

安街上起降飞机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和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



划设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先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

划稍做说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开国

大典，彼时的天安门前还不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空阔广场，还

保持着皇城大门到前门的“瓮城”形态。不过“瓮城”东、

西三座门两侧的红墙已被拆除了部分，一条环城的有轨电车

线经天安门而过，这都是辛亥革命消除帝制后，北洋政府时

期由朱启钤主持北京市政改造的结果。每逢大的历史更迭，

都市的建筑和格局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异，新中国初建时也

不例外，正如老一辈人都知道关于在西郊三里河一带另辟首

都新行政中心（即所谓“新北京”）的动议。曾亲历此事、

在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城市规划方面方面绽露头角的陶先生，

对之也有许多话要说，但为了避免枝蔓干扰我们叙述的主线

，暂且放置不表。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

作，在国庆活动举行了几次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都市

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的建筑师张、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过10余个规划

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加T1：在苏联专家协助下

由张等设计的天安门广场方案模型之一。）张先生生前曾告

诉我，方案中有一个还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

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

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

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

故，国内外关于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

专家指导下完成的传言不息。后来参与规划工作的陶宗震说

：“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搞的方案，都只是布局的设想，并无

具体内容，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



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

”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

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

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

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

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

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

做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

”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

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

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

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陶宗震恰在这时由于

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

，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他说整个“

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

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由北京市委刘仁、万里，

市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

、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

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上汇报，向下传

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

副主任沈其负责。直接向陶宗震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就是

负责上传下达的沈其。她代表总图室向陶宗震交代：天安门

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

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8，与1：1.618的“黄金比

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



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

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

为40余公顷。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

等领导的要求，划订广场红线；解决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

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陶宗

震负责。然而，除了红线尺度、总图提出的广场两侧的“国

庆工程”项目和以往未定的十余种方案外，此刻担任广场规

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并没有太多的参考也没得到更详尽的

任务要求的指示。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一

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这位名叫辛毅的军官

，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

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的起60吨坦克的行

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按

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

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

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

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

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遇紧急时刻能在长

安街上起降飞机。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没

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苏联顾问穆欣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

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虽说广场上建

筑的布局，需待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的设

计征稿定案才能完成，但刚接手广场设计任务的陶宗震，还

是根据已掌握的大致数据和要求，开始了广场红线内的规划

设计。陶宗震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

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



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

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这就起码不能借鉴

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

问题必将更凸显。因此，陶宗震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

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他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

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

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

及纪念碑两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再加上扩建后宽180

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这个面积并不是根据有关方面给

予的广场集会的人均面积指标计算的，当时并没有具体指标

，于是陶宗震计算广场容量时，就按一般剧院观众厅为0．6

平方米／人的指标减半，按0.30.35平方米估算的，那么14公

顷的广场基本上可满足4050万人集会的要求。在两侧建筑物

周围，陶宗震设计了宽约70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

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一后海一北

海，景山一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人民英雄

纪念碑南的松林一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

带)，几处绿画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他的构想很快被

上级认可，后来广场两侧的建筑内容虽几经变化，但最终人

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都有较宽的绿地环绕，广

场两侧也多了一层绿化。建筑北面临长安街的建筑红线宽度

为180米，也有足够的绿化空间。依照陶宗震这一构想建成的

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

，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

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对此，陶宗震还向我做了

进一步说明。他说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



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

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中国建筑

学会副理事长梁思成，秘书长汪季琦，理事王文克、戴念慈

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们。由于穆欣当年曾与陶

宗震有过较长时间共同工作，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故专门

指名要见他，他遂被邀请参加了午宴。那时，天安门广场及

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所以席间穆欣询问起有

关的规划设计情况。在座者中只有陶宗震参与了规划设计阶

段的全过程，汪季琦便推他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

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当陶宗震介绍说天安门广场

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八倍时，穆欣

站起了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

比红场大八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

座者一同热烈鼓掌。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不仅没有参与其事

，而且对此一点都不知情。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陶宗震依

然从他的一些海外来访的亲戚中，一再听到苏联人参与的询

问，例如为沟通中国、巴西复交而应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章文

晋之邀访华的彭蜀麟夫妇，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弟弟、原建

材部顾问贝聿昆夫妇等。可见，一个铁定的事实，也是要经

常讲反复讲，才不会被谬传取代。陶宗震建议将天安门广场

两侧四栋建筑的设想，改为六栋建筑/贾星五说：国家大剧院

不能对着人民大会堂，必须迁出天安门广场/打通南池子延长

线的规划，因罗瑞卿对拆公安部新大楼有意见而搁置/“国庆

工程”的领导提议征集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方案毕竟，

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

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



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

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

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

建筑的性质、内容都不相同，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

，每个地段为150米×220米，等于3．3公顷(有勘测记录可查)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

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着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

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万人礼堂和五

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

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见T4：能大致反映天安门广场四块150米×220米建筑地

段布局效果的设计图。）有鉴于此，陶宗震提出了一个六个

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万人礼堂、五千人宴会

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

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

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这样一来，从天安门

广场的体形环境和艺术形式看，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

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

（见T24：陶宗震的6栋建筑设想图）。一天，北京市副市长

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

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陶宗震在汇报时，重点分析

了150米×220米四地段总体布局的缺陷，认为从建筑内容上

看也存在不平衡的矛盾。他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三栋建筑的

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借鉴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

”相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营造出更为壮观的气势。这样

做功能上可分可合。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



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整体感觉也更舒展，广场空间也

更完整统一。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

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

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决定，不久后即正式下达。关

于广场规划，万里在听汇报后还对陶宗震说：“南池子的延

长线要拆除公安部新建的办公大楼，罗瑞卿在理发碰到我时

说：‘你们要拆我的办公楼也可以，但我有意见。’”在罗

瑞卿表态后，对南池子延长线究竟是否打通，万里没有拿出

意见。天安门整体规划时考虑打通南长街、南池子两条延长

线，与前三门大街相连通，是因为北京的中轴线上有景山、

故宫、天安门等旧皇园和宫殿建筑群，以致城市中心没有贯

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打通这两条延长

线，天安门中心广场就成了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车流来

往，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广场上集会活动很多，市中心的南

北交通就中断了。而两条延长线的打通，则可将广场交通枢

纽功能移至正阳门、箭楼一线，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分流，同

时减少车辆绕行距离，另外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

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背面也需要有环绕的道路，以便于疏散人

流。但是，公安部的新办公大楼恰在1958年刚刚竣工，为南

池子延长线而随即拆除，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是不相宜的

，因此当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长街延长线，而将打通南池子延

长线规划暂时搁置。40多年过去了，如今北京的交通量猛增

。所以陶宗震在追忆及此时认为从全局出发，打通南池子延

长线应该提上日程，这对首都核心地区及整个中轴线交通网

的完善化是十分必要的战略性问题，而且使用了40多年的公

安部办公楼也可以考虑更新了。另外，陶宗震先生还讲述了



一些规划设计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一是在中央决定上“

国庆工程”后对天安门广场重新做规划初始，有人出于对这

一建筑的不寻常意义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显，提出将其放

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门、祈年殿等重要建筑的北京中轴线

上，即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将人民大会堂坐落在两者之

间。幸好，这一提议未被采纳。否则把这个体量巨大、风格

迥异的人民大会堂，夹在一系列典型传统建筑中间，必将破

坏北京中轴线统一完整的风格。二是经历过几度国庆和集会

游行后，有许多群众反映在集会和游行时，看不清毛主席和

检阅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此，“国庆工程”的领导

提议进行改建天安门检阅台的设计征稿。陶宗震因此也搞了

两个改建设计方案。一是在天安门城楼南面，扩建一个较矮

的附台，但对缩短检阅台与群众间距离起不到明显改观，却

要导致天安门原状的变异；另一方案是在金水桥南建一个汉

白玉的检阅台，虽可大大拉近了检阅者与群众的距离，但又

堵住了金水桥的桥头和天安门的入口。而且这两个方案，都

涉及改变已经定格于国徽上的天安门形象，显然不能被采纳

。后来，大概是没有什么可取的良谋，此事便不了了之。周

恩来在国庆前夕做出指示：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

项目的方案设计/规划局的人员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

堂设计征稿，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

任佟铮非常赞赏一位青年设计人员的方案在万里、贾星五听

取汇报后不久，也参加了那次汇报的佟铮就通知陶宗震：国

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

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

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



一”。他还告诉陶宗震，做这样的新安排，主要是为了“突

出政治”。原先的四栋建筑，至此确定为两栋建筑，陶宗震

的六栋建筑的方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了。眼看着时间

已经过去近一个月，10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

供的应征方案，虽说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

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则必须有

赖“国庆工程”重中之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设计方案的定稿。（见T2、T12、T13、T15、T16、T17、T18

、T19、T20：由各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单位和个人送予参

选的方案。）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

，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

做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

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前几轮的送评方案

，设计者都是久已成名、在建筑界颇有声望的建筑师，最起

码也是设计了建国后一些重要建筑的被看好的年富力强者。

前者如杨廷宝、赵琛等等，后者如戴念慈、张等等。而此时

要发动的青年同志，则是指受过建筑专业系统教育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和初期大学毕业并从事建筑教研或实践的人员。北

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

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后来，首都原定10大

建筑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科

技馆方案，一度都由清华大学青年教师、陶宗震的同班或同

年毕业的同学黄报青、李道增、高亦兰、周维权、蔡君馥的

设计中选。后为确保重点，“国庆工程”压缩，以上部分项

目因之推延施工。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为

贯彻周恩来及北京市委解放思想、不拘一格的精神，在局内



做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陶

宗震就是在这个动员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本来，由于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是审核管理机关，也就是说是

在来自各方面应征的设计方案竞选中担任裁判的角色，因此

规划局的人员按规定是不应该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征稿的，

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作为规划局的技术人员，陶宗震

也总是根据天安门广场布局，对看到的各种方案做些分析评

判。陶宗震还记得，早在第一轮应征方案在规划管理局礼堂

展出时（只有第一轮是全部展出，后来几轮则仅将被视为重

点的方案送规划管理局），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问他

观感如何，年轻的陶宗震脱口说没有很理想的。可佟铮却指

着一张“三段柱廊”式的图说：“我认为这个方案好!”这个

方案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位刘姓青年同志作的，图很小

也没有平面。陶宗震当时认为这种方案根本不适于天安门广

场，对佟铮的肯定并没太在意。而担任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

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的赵冬日、沈其，却从第二轮设

计始，就围绕这种三段式的方案悄悄做起了设计。（见T11

、T14上：由赵冬日、沈其设计的三段式人民大会堂方案东立

面和平面图。）“希腊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

，而摩尔人的建筑像星光闪烁的黄昏。”/周总理曾有“古、

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指示/整体构思有很中国

的传统建筑思想精华寄寓在里面“在由一系列中国传统建筑

链接而成的北京中轴线上，您却设计了一个具有西方建筑神

采的人民大会堂，这种冒着打破中轴线建筑统一性风险的创

作意念，您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不是某位领导透露了什

么倾向性的意见？我想世间之所以有苏联专家参与的传言，



大概就是因人民大会堂的西洋建筑神韵而起吧？”我向陶先

生请教。陶先生告诉我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

他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

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当他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

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当时，并

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

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意见，”陶先生说：“但领导们的一

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

很有启迪意义。”例如佟铮在与陶宗震一起看方案展览时，

曾几次对他念叨说：“思想不解放，就不能体现时代的伟大

”，“我就喜欢青年式的（指柱廊式），有朝气⋯⋯” 这些

念叨，使陶宗震记起了恩格斯一段有关建筑的文字：“希腊

建筑像晴朗的白天，哥德建筑像朝霞，而摩尔人的建筑像星

光闪烁的黄昏。”他想：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建筑学，

这几句话也并非建筑专业的经典之论，但它从常人的角度说

出了内心对不同艺术风格的建筑的审美感受。而建筑家们则

常常囿于自己的专业素养，忽略作为常人对建筑的感受。想

到这儿，陶宗震意识到：部分领导同志也是从常人的角度而

不是建筑家角度欣赏(希腊)柱廊式建筑，主要因为这种建筑

风格给人以“晴朗”而平易近人的感觉，而并不在于对某种

建筑风格的钟情。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如果运用得当

，即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确实也能给人以庄重堂皇的感觉

；但若用之不当，即内容与形式矛盾或脱节，就会给人以过

于沉重的压抑感。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殿堂”

，它的政治性格特征及新时代建筑纪念碑的求诉，要求它必

须给人宏伟庄严、明朗开阔而平易近人的气势和风貌。周恩



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

、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

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而不

要受制于物。这些指示，启发了陶宗震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

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不具

一格的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认

识上理顺了需要与可能、目的与方法、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辨

证关系，以达到既庄严明朗又平易近人效果的目的。陶宗震

后来回忆说：“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

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

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

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

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加T10：陶宗震“五段式”设计方案

的平面显示。）虽然，陶宗震在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时

，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

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在其中，它来自在清华

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

；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早在清

华建筑系读书时，“中国绘塑史”课是梁思成亲授的，他曾

对“绘画六法”分析说：“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

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这不仅是技艺问题，而且

是艺术家的修养和气质的“外现”。讲授“市镇地理”的侯

仁之先生，曾向陶宗震介绍了日本学者足利喜六写的《长安

史迹考》一书。该书将中国周、秦、汉、唐诸朝在西安及周

围的遗物、遗址、古迹等和历史、地理、文化等广泛联系起

来加以考证和论述。其中引用了：“六王毕、四海一，蜀山



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汉王未息战

，肖何乃营宫⋯⋯唐皇怅前迹，置酒宴群公⋯⋯”等言及中

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和大宴群公盛况的文字。虽说

这些描述出自封建时代，但其秦皇、汉祖、唐宗从战乱归于

一统，继而呈现大治的背景，却非常符合在扫逐“列强”、

建立新中国以来，展开全面建设，力图一变百年积弱，使文

明古国重新屹立世界东方的现实。“国庆工程”，在扩建的

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的殿堂”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

该凸显这种时代的胸怀和气势。这就是坐在设计板前的陶宗

震，不断涌出的潜意识。只想作一个统一诸矛盾的练习，主

观上根本没刻意追求方案能否中选/17万余平方米的方案是原

规划占地面积的188.89％/外交部礼宾司认为原宴会厅设计像

大灶食堂，有损国家尊严/佟铮问陶宗震：“中选方案面积超

得太多，能否做压缩?”在陶宗震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

，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后增至70000平

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

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

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例如，参与方

案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在第四轮曾经搞了个100000平方米的

设计，但有关领导却不同意将此方案送审。因此可以说，在

前7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而

怀着凸显人民当家作主、民族振兴胸襟和气势强烈潜意识的

陶宗震，却在他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

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

展到210米。他说他之所以能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他们参

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动员陶宗震做方案的赵冬日



、沈其，反而这样对他说：“这个工程就是考验建筑师会不

会花钱，敢不敢花钱。”另外，当时的陶宗震满脑子都是如

何对已有方案的正、误、得、失，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

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

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统筹考虑不拘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

手段，尽可能地统一方案评选中发现的各种矛盾，作一尝试

练习。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

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

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当然，面

积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超标，也和周恩来根据需要做出了一些

具体要求有关。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

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

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

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坐，类似大灶食

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

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

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陶宗震认为，周恩来总理曾多次

主持国宴，他对此最有发言权，而建筑师们则没有这方面的

生活经验，所以即使因此而面积超标，也应该体现周恩来的

指示。在陶宗震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

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

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

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

突破，作为“国庆工程”的领导者之一佟铮在得知数据后，

随即找到陶宗震。当时他正在画据说是刘仁要看的天安门广

场鸟瞰图，佟铮对他说：“中选方案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做



压缩?”陶宗震也是此刻才知道面积超过了那么多，考虑了一

下，对佟铮说：“如果中央大厅不对准南北轴线可以压缩一

些面积，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

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而周恩来的要求，对人民大会

堂最终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决定性指示，这些不是我的认识和

意愿能决定的。正是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

办公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

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再对陶宗震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

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陶宗震后来猜测，佟铮当

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

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求确保人民大会

堂方案不压缩面积，陶宗震推想这其间起主导作用的，还是

要体现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人民大会堂若采用传统大屋顶，

高阔都将明显超过天安门城楼，使广场重心旁落/周恩来总理

曾建议，万人礼堂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底层、挑台加上

主席台，座位接近10000，可以称之为万人礼堂了当陶宗震没

有进入实际设计时，他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

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他说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

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

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

首位。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先存的倾向和意念，所以在看第一

轮设计，佟铮对一个三段式方案表示欣赏时，陶宗震却不以

为意。然而，当他在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做出了“五段

式”构架后，他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因为人

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



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

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而陶宗震“五段式”的人民大

会堂的宽度则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

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

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33.7米的天安门城

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

侧，这是设计的大忌。他记得前几轮的设计方案中，张就做

过一个在大体量上搞小攒尖顶的方案（见T7），在有中央领

导参加的评议时，就有人提出攒尖顶不适于庄重的政治性建

筑，说可以考虑将张的这一方案“用于美术馆”。陶宗震对

印象中前几轮送交评选的方案又做了一番审视，竟发现多数

方案的屋顶设计都没有拘泥传统风格，他由是想到了乾隆时

期在圆明园修建的西洋楼等中国化了的欧式石构建筑，如果

根据建筑的性质和需要适当汲取西洋的形式理念，实际上也

是对传统的丰富和拓展。于是，他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

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

、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并不仅

仅限于对屋顶形式的推敲一项。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

是能容纳万人的大会堂的平面设计。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礼

堂的形状，提出过他个人的倾向，在是沈其在传达刘仁的指

示时透露的。他说：周总理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的

。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礼堂都被设计成

贴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见T7、T9），其中赵冬日、沈其

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万人礼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

是典型的“卵形”（见图14）。但在对“卵形”礼堂做具体

分析时，陶宗震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



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也就是说，

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做近百米的眺望。为了容纳万人，

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遮

挡后排坐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的视线。陶宗震通过研究

发现，欧洲的剧院大都是“卵形”的，这种剧院中的挑台都

是包厢，如果照此办理，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

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

然是不可取的。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

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陶宗震认为只有把礼堂做成扇

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

挑台。张曾对陶宗震的扇形礼堂提出意见，认为挑台没有根

，挑不出深度，容纳不下万人。但陶宗震在做设计时，已经

和资深结构师朱兆雪探讨过，认为挑台不仅有根，而且可以

挑出很远，因为楼座下面的空间高度可以有横梁作为中间支

点。礼堂的座位排列，最初是排距为0.6米计算，但具体设计

时，领导提出一层每个座前要安装小桌和音响等设备，排距

被拉长到1米，导致一层座席数量锐减，最后加上两层挑台也

只排下了9000多个座位，然而再加上主席台上的座位，也就

己接近10000，可以称万人礼堂了。最后，陶宗震的扇形万人

礼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见T10），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

师们的意见，还是十分尊重的。冯佩之局长对陶宗震说：“

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赵冬日、沈其要陶宗震立即赶

制一套自己设计方案的平、立剖面图/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

曾提出要陶宗震参与工图设计平面体形轮廓调整好以后，陶

宗震熬了个通宵，画出了西北、东南两个透视图（见T22

、T23）。向东的立面中间一段，为11间柱廊加两个半封闭的



末间。由于开间多，所以只明间加宽，为了避免末间实墙既

宽又重的感觉并利于采光，在实墙的中部开了菱花空格。但

在后来做施工图时，菱花空格被精减了，故而在人民大会堂

建成后，中段两侧的实墙显得过分凝重，就在这里各加了一

块标语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边的标语牌被取消了

，凝重感又显露了出来，陶宗震总觉得应该设法再做些处理

。方案全部完成后，陶宗震就将之上交。第二天，规划局局

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陶宗震，就对他说：“你的方案

考第一，加油干！”陶宗震记得当天是星期日，他刚刚赶完

图，一个人就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所以在办公室。

他事后估计，冯佩之是到市委汇报后来通知他的，当天晚上

市委要向周恩来总理做汇报。但向周总理汇报及审议的情况

细节，他就全然不知了。第二天一上班，赵冬日、沈其二人

匆忙给陶宗震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按照他自己设计的“五

段式”方案，立即赶出一套1：400平、立剖面图，作为初步

设计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以便在此基础上做技术设计和施

工图。陶宗震赶制出全套图纸后，由市建筑设计院的肖金铭

来接收。由陶宗震做的全套人民大会堂初步设计，交到北京

建筑设计院以后，当时的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冠，曾打电话

给赵冬日，提出要陶宗震跟初步设计图去设计院继续搞施工

图设计。陶宗震当时就在电话旁，他很希望能在有机会在施

工图阶段，对自己的初步设计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但赵冬日

却以“刘仁同志还有重要工作要他作”为由，使得他没能参

与施工图的设计⋯⋯后来，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设计，被指

定由张、张浩、阮志大、姚丽生等主持，陶宗震则回到市规

划管理局分区室，负责北郊分区规划，并要他首先重作和平



里七区及和平东路的规划，作为“国庆工程”中生活居住区

规划建设的实验“样板”。就这样，拿出了最终实施了的人

民大会堂初步设计方案的陶宗震，却没能成为施工图的设计

成员，以使自己的许多设想和意图，在施工图作业过程中得

到体现和完善。如今回溯起来，他不免有几分遗憾，例如宴

会厅屋顶的“冒高”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本来，陶宗

震就万人会堂挑台问题和朱兆雪进行探讨时，还就迎宾厅、

宴会厅的设计做过商讨。在谈及迎宾厅的结构时，朱兆雪说

：“要几根柱子？看你们建筑的需要，我都可以做，不要也

可以”。陶宗震曾参观过由朱兆雪负责结构设计的政协礼堂

，是厅上加厅，礼堂中间没有柱子。但他觉得人民大会堂内

宴会厅楼下的迎宾厅，除四周布置衣帽架外，无其他内容，

不要柱子显得太空旷，而且梁的高度太大也让人感到空间压

抑，最终设了四根柱子，用双向井字梁，梁的高度不大，不

影响大厅高度，且充实了厅内空间。在议论宴会厅屋顶时，

朱兆雪说可用钢架解决，六七十米跨度不算什么问题，宴会

厅中间可以不要柱子。（见1：没有立柱的大宴会厅。）因为

还没有到具体考虑钢架的高度和形式那一步，就没有将所有

细节都精确定死，以致后来出现“冒高”。如果当时在钢架

高度和形式上作些调整或仍然作平屋顶，“冒高”的问题就

不存在了。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

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而

在这个宏伟建筑雏形初露之际，陶宗震内心就已非常清楚，

建筑所依照的方案，出自自己的手笔，他因此感到由衷的欣

慰和兴奋。多数国人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

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将届“而立”



的年轻人。然而那也是一个不张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

、“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

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当

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颁予荣誉时，所设的都

是“先进集体奖”。当年的领奖的代表均为共产党员：天安

门规划的代表是由在建筑界已有一定资历、身为共产党员的

市规划管理局中层干部赵冬日；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代表是共

产党员张浩（施工阶段的设计主持之一）；施工的代表是共

产党员张百发。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建造人民大会堂采纳

的设计方案最初出自谁人之手，始终未正式见诸官方文字。

经历了“国庆工程”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规划设计全部

过程的陶宗震，亲身感受到了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

治建筑，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各级领导，多少专业技术人员为

之废寝忘食殚精竭智。因此，几十年来，自己的名字虽然没

有被镌刻在这里程碑上，他的内心一直很平静澹泊。因为通

过这个重大项目的实践，他在认识上和能力上都获益非浅，

而且对尔后经历的各方面工作产生的良性影响十分深远，这

是任何重名所无法取代的。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人民大会堂为此人或彼人设计的传闻，而

且愈传愈盛。面对歪曲历史真相，混淆大众视听的谬种泛滥

，以及与此相关的现实建设中忽视指导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为患日甚，有些知情者却泰然处之，这陶先生不能再沉默。

他不得不重溯往事，据实澄清讹传，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趁

还有一些知情者尚在，将事实真相披露于天下。同时使这一

重大工程中正确指导思想和统一多方面矛盾的实践经验流传

下去，并对未来的建设产生有益的影响。笔者在近期几度倾



听了陶先生对往事不厌其详的追溯与反思，比较各位“设计

者”关于设计立意和思路的陈述，陶先生所言逻辑循理，脉

络清晰，让人凭信；而某些人的说词就显得有点言不及义、

穿凿牵强。特别是在观看陶先生展示的他所掌握的诸多参选

设计方案时，笔者从缤纷的绘图中，一眼就发现了与天安门

广场西侧耸立的建筑酷肖的一组透视图（即T22、T23），那

正是陶先生当年倾心之作。我猛然感到，要辨明人民大会堂

的真正设计者，说易也易，评选8轮，共提出平面方案84份，

立面方案189份，请有关部门将全部档案调出，一一排列对比

，工程究竟采用的是谁人方案，公众都能得出正确判断。这

，不仅是陶宗震先生期待的，也是为划时代丰碑式建筑工程

留一段“信史”。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